
第五章  教學論述之社會建構
這是一個有趣現象，教育社會學很少將它的注意力移轉到教育的教學論述(the pedagogic discourse of education)所體現的溝通形式上，分析構成和區分專門化溝通形式的內在特徵。許多教育社會學的分析，尤其是再生產理論各種不同流派，大體上將其所分析的論述視為當然。這些理論，尤其視教學論述為其他聲音：階級、性別和族群的中介。教育的論述被解析成，作為再生產該論述外在的支配／被支配關係的權力，而這些支配／被支配關係滲透到教學論述的社會關係、傳遞媒介和評鑑裡。在教學論述中，勞動階級的聲音通常被認為是聽不到，但我們在此所要討論是，在教學論述中，其實沒有被聽到的聲音是教學論述本身的聲音。如果文化再生產或是文化轉化理論在說明秩序性和脫序性原則，那麼那些原則是和教學論述之訊息有關，但與一個專門化論述本身內在邏輯的秩序性和脫序性原則無關。

本文可以視為解讀教學論述生產、再生產和變遷之內在秩序性原則的一種嘗試。Bernstein & Diaz(1984)一文中已經大致發展完成基本概念和秩序性規則。相關運用可見於Diaz(1984)、Cox(1984)、Moore(1984)和Tyler(1988)。Foucault的思想對於我們的研究取向所有影響，但我們要強調的是，我們的焦點相當不同。事實上，我們認為教學機制(pedagogic device)之特定文法基本上與Foucault思想相當有關聯。Foucault與本研究之關係可以參見Diaz(1984)與Atkinson(1981, 1985)相關文章。教育社會學文獻儘管浩瀚，但當我們檢視此一領域那些界定教育社會學範圍的主要文本，特別是詳細檢視最近的主要文本，《社會科學之教育研究選集》(Hartnett, 1982)，我們並沒有發現對於專門化溝通實踐原則任何系統化解釋，而這正是學校之核心活動－傳遞／習得的獨特特徵。

從《教育、經濟和社會》(Halsey等人，1961)到《教育的權力與意識型態》 (Karabel and Halsey, 1977)標示著教育社會學研究旨趣的發展和轉變，但是對於教學論述分析及其規約性實踐的問題並未獲得注意。不過，在《教育的權力與意識型態》一書的導論裡，兩位編者曾提到，Durkheim探討法國從「原初教會」到「第三共和」期間的教育，稱之為「教育觀念史」(les idees pedagogiques)的研究，此一概念不僅包含正式課程，同時也包含知識被傳遞和評鑑的方式。有趣的是，「新教育社會學」M. F. D. Young(1971)所編的《知識與控制：教育社會學新方向》，以知識的問題本質以及知識在學校的傳遞、習得和評鑑形式為焦點。Young宣稱：

「課程的組織和選擇原則應為教育社會學主要議題，強調課程與學校和教室之制度和互動情境之關聯，以及與社會結構之關聯。」(Young, 1971:24)

此一想法雖然產生，但其訴求並未實現。

一般文化再生產理論(如Apple, 1982b)也似乎較關切教育再生產內容的分析，而非再生產媒介自身的分析，亦即專門化教學論述的本質。教育的專門化論述好比是一種讓他者（諸如階級、性別、宗教、種族、區域）說話的聲音而已。教學論述本身彷彿是一個外在權力關係的載體而已；一個本身形式對於傳送內容沒有任何影響的載體。

伯明罕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的觀點（例如Johnson, 1981與Willis, 1977）儘管不同於法國文化再生產理論的決定論觀點，嘗試賦予勞動階級在教育形塑歷程當中一個主動的地位與位置，但是仍未對於教育歷程內在的文化實踐進行系統性分析。

Bourdien與Passeron(1970)的研究算是最能說明教育在階級關係再生產裡面所扮演的角色。他們非常關心文化結構的合法性、傳遞／習得的原則、溝通的實踐及其意義體系之分析，同時分析其獨斷特徵如何掩飾所傳遞的權力關係（透過符號暴力的錯誤認識來進行），但是卻沒有對構成特定論述的原則或者其傳遞原則進行系統而特定的分析。Bourdieu和Passeron以相當概括的術語區分出二種溝通形式－「威權性」(magisterial)（傳遞者的語言）與「流行性」(popular)（勞動階級的語言）。Bourdieu和Passeron他們仍是比較關切教學溝通「之間」的關係(relations to pedagogic communication)，也就是，比較關切習得者之間有關他們如何被安置在一個合法性的教學溝通裡的差異，而不是教學溝通「之內」的關係(relations within)分析。（請看下文的討論）

最後，如果我們轉到學校較特定的面向來看，我們會發現各種不同的（但不表示分歧的）文獻，從Waller(1932)的《教學社會學》到晚近Tyler(1985; 1988)對於學校組織實徵性研究的主要評論。這或許是教育社會學領域的一個溫床，學校組織結構與互動歷程的實徵性研究，課程、教學活動及評鑑模式設定師生在教室脈絡的主要互動法則。教室言談及其調控和磋商的脈絡與實踐等算是最近的主要研究(Delamont, 1976; Stubbs, 1975; Cazden等人, 1972; Edwards, 1980)。這些研究都預設一個特定焦點，這個焦點卻很少注意到權力分配和控制原則是如何建立一個規約性論述的問題，而比較關切教室脈絡內部的互動溝通和實踐原則。在表面的體現及其內在深層原則或是體現的文法上做個區分並不高明，而且這樣的區分並沒有價值，因為某人認為的表面卻是別人的深層原則，反之亦然。以上我們所提的研究都有主要相互關聯性。事實上，這不僅提供我們重要的參照點和主要概念，同時也形成實徵研究的重要參數。

研究問題及其學術脈絡

我們進一步發展前言中一些要點，希望能讓研究問題更清楚。藉此，希望能展現出此一研究問題如何從研究領域中浮現。因而我們將建構一個模式（請見英文頁碼第173頁）可以讓我們描繪和定位分析層次與學門各自之內以及彼此之間各種不同的研究取向。我們將焦點集中於文化再生產理論，但是分析要點同樣能夠運用到文化的「反抗理論」以及「批判教育學」(Giroux, 1989)。我們應該以批判的角度來看待這些理論，但是我們的批判不應該被解讀為是一種不滿的舉動。這些批判不能被看成，也不應被視為是一種方法論處置的一部份；一種誤植其他理論的領域程序。在此所關切的是，能（最終地）顯示出這些理論和研究取向之預設所沒有論及的內容，以及，或許並非刻意地指出，這些理論所沒談及的內容正是因為這些理論本身所採取的形式而導致的結果。

如果我們檢視階級關係的文化再生產理論安置教育的方式，可以很清楚地發現文化是不能完全等同於階級關係的。階級關係在文化上產生偏見，選擇性地作用於文化關係和特徵的適當性，以作為再生產和合法化階級關係。教育成為此一偏見主要的集中點，也是這種偏見的擴大器。我所研究的這個典範，以這種方式來安置教育。的確，在此取向下的研究者咸信教育所扮演的規則已經全然揭露。教育已經去神祕化了，它真正本質已經被揭露了。權力的關係已經被暴露出來了，而它展現了這些關係如何深藏於論述、實踐和意識形式的分配，並且塑造它們。倘若教育扮演的規則可以如此總結－那麼教育是什麼？

教育成為外在權力關係的一個載體。在此，傳送的成功程度如何並不是本文的重點。教育體系的教學溝通僅是其他事物而不是它本身的載體。學校、幼兒園和家裡的教學溝通都是階級關係的載體；是性別關係的載體；是宗教關係的載體；是區域關係的載體。教學溝通只是一個在它之外的支配形態的載體。我當然不是在於否定這樣的討論，但是這樣的看法不正確。倘若這就是所傳送的內容，那麼讓這些傳送內容之所以可能的傳送媒介又是什麼呢？這個媒介好像有點乏善可陳，像空氣一樣摸不著邊。

想想一個載波器振波。我們可以區分為載波器與它所載送的東西。它所載送的東西是依靠振波的基本特性而定的。想想高傳真Hi-Fi音響。當調諧器轉動，你所聽到的是音響載送訊號的作用；載送訊號的音響已經調節了訊號。那麼，什麼又是教學溝通的載波器？我們知道傳送的內容，但是載體又是什麼？我們知道它所載送的東西，但是是怎樣的結構允許、能夠讓它被載送呢？這非常接近於語言(language)與言語(speech)的區分。這就好像當我們研究教學溝通時，只是研究表層的特徵，只是它的訊息而已，而不是那個讓訊息成為可能的結構。同時，和其他人一樣，當我在閱讀時（不過更多是源於我的旅行經驗），我覺得我們需對於有關教育體系、教育實踐的解釋，不在於強調不同社會之間的差異，而是應該在於它們極度的相似性上。教育原則和實踐最醒目突出的特徵在於它們不受支配的意識型態影響，所呈現的既全面又持續的一致性。

這裡的問題是，產生這種穩定性的因素是什麼？這是另一個我想問的問題。不過，我先提出下列問題。如何區分載體與傳送內容？在Durkheim有關教育與教育歷程的著作裡，有著這樣的強烈暗示。接著，我以不同的方式討論文化再生產理論。雖然，我談及的觀點可以應用於所有的文化再生產理論，但並非一體適用。其中以Bourdieu的觀點作為一個典範性例子，請將這一點記住，這有助於本文的討論。

我們並不是處理一般的評述，因為它們沒有論及我所要說的重點；也就是說，我將不會討論諸如「這些文化再生產理論在道德上是相互牴觸的，因為它們太過於決定論」的論點。我不關注這種評述。對我來說，這些是經驗性的問題。再者，我也不關注像這些理論缺乏國家的分析，或者它們的階級概念不適當等的評述。我也不關注像這些理論無法處理所分析的團體之內的差異，主要關心團體之間的整體而非差異性的問題這樣的評述。我比較關心的是，一個文化再生產理論必須能夠以相同的理論，用同樣的概念將微觀轉換至鉅觀，也能將鉅觀轉換為微觀。這樣的理論能夠用相同的語言處理不同層次轉換的問題。我覺得甚少理論能夠完成這樣的工作，這也是我感興趣的地方。再者，這樣的理論應能夠處理教學文化之生產、傳遞和習得。這是一個艱鉅的使命，我知道尚無理論能夠處理生產、傳遞和習得的問題（更遑論變遷的問題）。事實上，這些理論幾乎都沒有一個適當的習得理論。

另一種評論則較為相關。這些文化再生產理論當中應有非常強烈的規則，能使理論者或研究者言明「這是相同的」、「這是一種差別」和「這是一種變遷」。的確，任何文化再生產理論必須有著強烈的標示，以能從「差別」和「變遷」中區隔出 「相同」或「相似」。幾乎很少有理論有這樣的標示能力。確實，變遷被歸諸於如烏托邦一樣。當我們完成生產的社會基礎的轉化，變遷才會發生。因此，當我們改變了生產方式的社會基礎，文化再生產的類型才會改變。所謂生產方式的社會基礎的改變，尤其是新的決策機制及其社會基礎，這樣的說詞並不完全明確。從這個觀點來看，改變生產方式的社會基礎，但沒有改變教育模式的原則是有可能的。在經濟場域裡的關係之社會基礎的變化與文化場域的再生產原則之社會基礎的變化，兩者之間沒有必然的關係。

另外兩個重點非常有關。基本上，這些文化再生產理論本質上都是扭曲的溝通理論，實際上可以稱之為雙重扭曲的溝通理論。首先，這樣的理論認為教學溝通基於支配團體的利益而被扭曲。其次，被支配團體的意識和文化亦被扭曲。基本上，文化再生產理論是一種雙重扭曲的理論。但是如果有一種扭曲理論的存在，必然，或是意謂著，存在一種沒有扭曲的溝通理論。更根本地說，一定存在一種溝通理論可以從中推衍出扭曲和未扭曲的溝通。諷刺的是，這些文化再生產理論本質上是缺乏一個溝通理論的溝通理論。在此，我們提出一個觀點，即教學的內在結構正是一種教學溝通理論。

綜上所言，相關的文化再生產理論關切訊息，支配型態的訊息。我們具體地指出在學校裡所進行的一切，包括言談、價值、儀式和行為符碼都是偏向支持支配團體。這些有利於支配團體，所以這種溝通符碼被扭曲而有利某一個支配團體。但同時還有另一種扭曲存在；被支配團體的文化、實踐和意識被錯誤的陳現和扭曲。它們被再脈絡化而變成較沒有價值。因此，存在著雙重的扭曲。是故，文化再生產理論實質上是一個缺乏明確溝通理論的溝通理論。

第二點包含另一種諷刺。文化再生產、抗拒和教育批判理論不僅缺少了一個溝通理論，而且它們所運用的概念亦無法對於理論所關心的核心－行動機構，產生特定的「描述」。亦即，這樣的理論無法產生特定的描述原則，來描述其所分析的行動機構。一個理論將行動機構置於結構之前，在於想要顯現出團體自身抗拒和積極地反對教學溝通的方式，而不是被教學溝通所安置。以Willis(1977)所運用的概念為例，這些概念並無法描述構成學校之獨特論述的關係、特徵與實踐，也無法分析學校或任何其他文化再生產機構（一個文化抗拒／再生產理論，理想上所能處理的範圍應大於學校，還應能包含醫院，醫生與病患、社會工作者與案主、教誨師和假釋者等之間的關係）。任何文化再生產理論必須能夠對於其自身的對象產生描述原則。以Bourdieu & Passeron(1970)為例。那些用於分析教育機構的形式、實踐和內容的概念諸如獨斷的權威(arbitrary authority)、獨斷的溝通、教育權威、教學溝通、教學工作及習性等概念。基於這些概念，並無法產生對於任何特定的文化再生產機構的實徵性描述。因此，雖然我們有文化再生產／抗拒理論和教學論述批判的理論，但都無法針對所關切的行動機構產生描述原則。它們之所無力為之，答案很清楚。因為這些理論與研究取向並非真正關切這些描述。它們僅是想瞭解外在權力關係如何為體系所承載，而不在意對於承載者本身的描述，只是對它的病理學做一種診斷而已。它們的概念能說明所要描述的內容，它們稱此即為一種描述，但卻無法提供該描述的原則。就此而已，這些概念都是診斷性的；它們指向一種社會病理的來源。在此方式之下，這些理論指出所謂的正常都是病態的(這是將Durkheim倒轉過來)，但卻對於非病態的形式幾乎沒有描述，即使有描述也是用它們所描述方式來說明。事實上，這樣方式是將未來的可能性加以封殺，這樣的描述排除了未來的可能性，而未來可能性的溫和無害形式只有來自不斷的辯證之中。Bourdieu的分析在嘗試委婉說明控制，抱持著深度的質疑。

在圖5-1的協助下，現在我們可以顯示出任何文化再生產理論必須處理的基本關係，也就是關於任何教學溝通理論，或者更概括性說，任何嘗試將教學溝通與教育意識(consciousness)／良知(conscience)相貫聯的理論。圖5.1的基本關係將所要討論的問題各就其位，並加以提示。

研究場域

圖5-1可以從兩個層次（鉅觀和微觀）及其相互關係的任何特徵來解讀。鉅觀層面的解讀是從鑽石圖形外圍的名稱開始，微觀層面關係則是由內部的名稱開始。或許有人會問到，為何階級只是把它當作是微觀關係呢？這並不是問題；它是包含在「國家」與「工作」之鉅觀關係的社會基礎之內，也是其條件。從任何一個特徵或關係的組合來考量鉅觀和微觀關係之間的關係皆可行。例如，我們可以問到在考慮經濟、教育體系和國家之間的關係時，所謂的相對自主性是指什麼，以及（或者）相對自主性與教室層次的傳遞和習得之間的關係。

一個基本問題不得不提，是與優勢的教學文本有關。在此，我們在優勢文本裡可以區分出「之間的關係」與「之內的關係」。是否有理論或研究取向從社會階級、性別和種族屬性或其他可以區辨的屬性，研究教育主體與優勢文本之間的關係，或是否有理論／研究取向專注於教室或學校層次(微觀層面)或是教育體系(鉅觀層面)的傳遞和習得的過程裡，優勢文本的內在構造？在圖5.1，我們在鉅觀或微觀層次（之間的關係）的優勢文本裡的教育主體「安置作用」和微觀的教室／學校層次或是鉅觀的教育體系層次的優勢文本「之內」的置位作用，做了一個根本的區隔。我們可以從鉅觀／微觀層次分析角度，根據其研究焦點是否同時強調「之間的關係」和「之內的關係」的優勢文本，或是其中之一，將各種不同的理論和取向安放於圖5.1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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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域的特徵

基本上，所有文化再生產／抗拒理論都必須有一個相對自主性的概念（先前的Bowles and Gintis除外）。相對自主性的概念在於處理經濟場域和文化場域（教育）之間的關係或者是國家和教育之間，亦或者前面兩組之間的關係。相對自主性概念最早源自於Durkheim(1938)，但實質上被再生產和文化理論用於說明教育系統相對獨立的空間，讓行動者在脈絡、內容和歷程上有某些自主性。這些脈絡、內容、歷程、行動者及其程序有其獨特自主的範圍；它們不全然由外在調控所決定。因此，教學的文本（如圖5-1）就某個意義來說，免於受到外在的決定。更重要的是，從此一觀點來說，教學的文本完全是教育歷程自身內在的結果。本文不打算深入討論這個問題，我也不贊同此一概念，且在許多方面，這個概念也甚少精確地定義，同時在實徵上的實用性也有限。

根本上來說，傳遞者和習得者之間的教學溝通是無法被程式化（因而有某些自主性），而且是一種專門化的語言，教學溝通不可能被有效的監督，並加以一致化。再者，教學（學校／大學）論述的階層性基礎常無法由階級的階層性或者是其支配文化推衍而得，除非在簡單的勞心／勞力分工的情況才有可能。就這兩點而言，潛在自主性空間是存在的。不過，在Bourdieu和Passeron的研究中，相對自主性創造了一個空間，自主性（教育體系相對獨立於外在的調控）賦予教育體系一種中立性的外表，以作為體系、其歷程和文本獨斷本質之偏見和掩飾的來源。這樣的相對自主性掩飾了教育的階級偏見。權力關係產生偏見，創造了符號暴力，導致教學實踐的權力關係被誤認
。不論是Bourdieu和Passeron或是其他文化理論，相對自主性在微觀層次上轉化成具有偏見的文本，而文本的習得是習得者的階級位置的作用。（我們認為先前討論過的理論有一個要點，如果不堅持相對自主性，那麼所有從它衍生出來的關係就無法成立。）

回到圖5-1，我們由頂端的「相對自主性」開始談起，主要是因為其優勢
的教學文本的偏見性調控的問題。我們先從圖形水平線左外圍的鉅觀關係關始，說明自主性和生產與（或）國家的關係。在圖形裡的「文本」，我們稱之為「優勢」 (privileging)文本，是指階級、性別、種族直接或間接促成的。請注意，文本在此包括字義及其衍生義兩種。它指的是支配的課程、支配的教學實踐，也可指向任何教學的表徵，談話、寫作、視覺、姿態、服裝和空間等。

優勢「文本」之概念可以擴大到涵蓋優勢的空間特性。例如，在新中產階級的家庭裡，通常有一個物品和空間之間關係的構成規則。物品數量及所佔有空間的大小之間剛好呈現相反關係，這正好構成一個特定優勢空間。因為每件物品都展現了強力的選擇規則，細膩地說明感性和差別，無法讓人隨意走馬看花。再者，因為東西不多，這些東西彼此之間有著一系列不同的關係，所以任何一組關係都能進而展現獨特品味。最後，因物品稀少，每一件都相當昂貴。在十九世紀晚期，這個規則便倒轉過來，量多且不同物品完全擺在一個空間裡。因此這種「優勢文本」的概念包含著創造物質脈絡的規則。

我們現在看圖5.1的水平線，左邊是「之間的關係」，而右邊為「之內的關係」。「之間的關係」在於解釋教育主體如何依據「優勢文本」而被定位。我們以教育（學校）來說，有關「優勢文本」對於學童安置作用的主要控制，實質上是與階級、種族、性別及年齡有關。因此，階級、性別、種族與年齡依據「優勢文本」安置主體，但請注意－這些屬性無法說明「優勢文本」本身是如何構成的；除了從包含(including)／排他(excluding)關係的角度之外，否則無法說明「優勢文本」的構成規則。有些因其習性（habitus）而有利於被定位，而有些也因其不同的習性而被不利地定位。在此，基本上我們的討論是主體的置位作用與優勢文本之間的關係，而這是其階級、種族、性別與年齡的作用。這讓我們回頭來看圖形的底部，「地方性教學實踐」(local pedagogic practice)。在圖5.1，「教學實踐」的底下有家庭；街道上所發生的一切（同儕團體）；社區裡所發生的一切（社區關係）。這是地方性教學實踐所指的意義，它是指家庭、同儕團體與社區內「地方性」教學實踐，有關兒童或父母最初在「優勢文本」中的定位。有些人被定位在一個獲得它的位置，有些人則不是。那些能佔有「優勢文本」的人，很可能在家庭裡已經接受「官方教學實踐」(official pedagogic practice)的版本。如此，我們可以考慮在家庭層次裡出現「官方教學實踐」多寡程度的問題。

接著請再看圖5.1水平線的右邊「之內的關係」。「之內的關係」是指「優勢文本」從內建構的規則。「之內的關係」告訴我們「優勢文本」內部的關係，亦即，文本被建構的規則，它促使文本的成形、賦予它獨特特徵、關係及脈絡化和傳遞的方式。
我們得發點時間來說明「之內的關係」的重要性，因為文化再生產、拒抗或轉化理論對於這些關係的說明並不恰當。我所謂的「不恰當的說明」，是因為它們缺少了描繪產生「優勢文本」獨特特徵、其建構、再現、表現和習得方式之規則。以Bourdieu來說，不論在Bourdieu & Passeron(1970)或者其著作《秀異》(Distinction)(1986)，實質上關注的是與「優勢文本」「之間的關係」，而非「之內的關係」。事實上，集中於關注「之間的關係」讓他的研究喪失對於「優勢文本」適當描述的可能性，「之內的關係」體現的條件。這個問題可以由檢視《秀異》來說明，《秀異》主要的分析在於將品味（音樂、繪畫、文學、電影、戲劇、餐桌禮節、美食等）分佈的社會基礎之複雜而精細的過程，加以去神祕化和展現。不過，Bourdieu對於被優位化的品味對象之獨特特徵較不感到興趣，而較關注於展現其「分配」的合法性、原則及歷程。

再舉一個例子。在六十年時代，如果有人走進新中產階級和上流階級昂貴而精心的房子裡，您可能會看到基本上是屬於紐約典範的抽象表現主義的真跡作品（這是在精明又有財富的人的房子裡）或是複製品（這則是在力爭上游的人的房子裡）。敘事的／人物的繪畫儘管有人創作，但畢竟少見。今日，如果有人走進同樣的房子，他會發現較少抽象表現主義的作品，而較多形而上的寫實主義。人物現今佔在場景中重要的位子。人物並非原來的樣子，因為這種畫法不同於以往。同樣的變動也可以在藝術學校學生的作品上看到。這不表示相關的抽象類型不再有人畫了或是出售，只是重點相對地轉移了。我們認為這個非常重要。因為在藝術作品的創作、流通和消費的社會脈絡裡，學習如何看、如何談、如何注視有了差別。

Bourdieu對於產生抽象表現主義之支配符碼的發展歷程，或者新寫實主義支配符碼的發展，或者在視覺藝術場域中這兩個類型的定位的變化，較不感到興趣。在圖5.1，這些歷程都包含在「之內的關係」裡面。總體而言，文化再生產理論較少關注「優勢文本」「之內的關係」；它們較關注賦予合法性和分配的原則以及「優位的品味／文本的階層性裡」細微的再現形式。這些理論較關注文本（階級、性別、種族）的表面意識型態之標誌，而不是去分析文本如何組合，其建構、流通、脈絡化、習得和變遷的原則。

現在，我們以教育本身為例子。「之內的關係」在學校的微觀層次裡是指，教室裡的傳遞／習得／評鑑歷程的脈絡的「優勢文本」（在此依我們所述為其表徵）。在機構的微觀層次是指（在此依我們所述為其表徵），將學校教學論述裡的文本置入在一個學程裡、一種課程裡，以及組織的實踐等規則，亦即，調控行動者與脈絡之間的關係的規則。在相對的鉅觀層次上，我們是指，調控產生原初「優勢文本」的那些論述之建構的規則，也指在相關的教學再脈絡化場域( pedagogic recontextualizing field)內的權力位置，以及國家直接或間接的控制。

簡言之，文化再生產、抗拒或轉化理論提供了相當偏重「之間的關係」之分析，亦即階級、性別和種族在有關「優勢文本」中，教育主體不均等且為人批評的安置作用，但是它們對於「之內的關係」的分析則相當偏弱（或許有些是例外的，如U. Lundregn）。因而，一個理論如果無法分析「之內的關係」的話，那麼就不可能從該理論推衍出強而有力的規則，以描述它所關注的機構／歷程，該理論也無法體現這些規則。這樣的理論無法產生一個明確的教學溝通理論。就此而言，如果我們想要瞭解「傳遞」（圖5.1的水平線），那麼我們必須要能夠瞭解「之間的關係」和「之內的關係」兩者包括在鉅觀和微觀兩個層次的關係，同樣的要瞭解習得亦是如此（圖5.1的垂直線）。事實上，關於後者－「習得」，如果我們無法說明調控「優勢文本」的建構、再現及脈絡化的規則－也就是說明「之內的關係」，那麼我們無法知道所習得的東西，不論它是正面的或負面的。如果我們連這個都不知道，我們又如何能知道「優勢文本」與教育主體的意識彼此之間的關係呢？如果我們不知道上述的關係，那麼我們是以什麼意義來談論再生產、抗拒與轉化呢？

我們可以在同一個圖形中，檢視鉅觀的關係、微觀的關係以及鉅觀和微觀之間的關係。「之間的關係」（階級、性別、種族）的微觀關係在圖形水平線的左內邊，而「之內的關係」的微觀脈絡是在圖形的右內邊（學校／班級）。「之間的關係」的鉅觀關係顯示在圖形水平線的左外邊（國家／工作），而「之內的關係」的鉅觀關係則顯示在右外邊（教育體系）。那麼，任何理論不論是否關注鉅觀／微觀關係，都可以依此一圖形來加以安置。

最後，如果我們想要檢視家庭和社區對於兒童轉化成教育主體的影響，我們必須看圖形的最底部。在此，我們已加以簡化，並且只展現出受到家庭／同儕／社區調控的兩種教育主體的取向。我們是依「地方性教學實踐」嵌入於「官方教學實踐」的程度來區分家庭類型。後者（官方教學實踐）是指，有助於學校的「優勢文本」習得的實踐。依最極端的情形來說，家庭的「地方性教學實踐」支配著「官方教學實踐」，因為後者缺少、或者被排除，亦或者僅呈現較弱的形式而已；有的家庭則是「官方教學實踐」支配著「地方性教學實踐」。 我們認為，在家庭、同儕或者社區層次裡為「地方性教學實踐」所支配，那可能是家庭的階級／性別／種族的位置的作用，而習得者很可能在「優勢文本」的習得上被不公平地安置，或者以反對／抗拒的方式被安置。我們覺得這樣的位置有著潛在性，以產生「抗拒的」教育主體。另一方面，在「官方教學實踐」支配著「地方性教學實踐」的地方，兒童被定位為「再生產的」教育主體，但不必然再生產「政治性」主體。我們再重申一遍，這僅是一種簡化的論述而已，同時認為僅有兩種立場或是必然的結果並不恰當。

在圖形底部，家庭與社區之間，我們還包含習得者的同儕團體關係，但並未將此重要的教育場合併入於我們的討論裡，在此僅做扼要的討論。從「官方教學實踐」角度，同儕團體是一組具有潛在威脅的關係和實踐，或者從習得者的觀點來看，是具有潛在的獨立性、變通性及「抗拒」的場合。當學校／家庭裡的「官方教學實踐」具支配性，能控制著同儕團體，這些關係和實踐支持著再生產。「官方教學實踐」、「地方性教學實踐」和同儕團體的教學實踐之間的關係交互作用，產生各種不同的結果。

如果以這個場域來定位我以往的研究，研究重點看來是以家庭與學校為主，關切內容以及有關這些內容的不同安置作用。也就是說， 我(Bernstein, 1971b)早期研究實質上專注於「之間的關係」和「之內的關係」的微觀研究。後續的研究則是宏觀思辯精緻型符碼及其相關類型之構成和調控等議題。

我已經提綱挈領地說明文化再生產、抗拒和轉化理論在鉅觀和微觀層次，機構、關係和實踐之複雜性。如此就有可能來思索不同的研究取向和理論重點，因而用這種方式可以瞭解這個學術場域的連續性和不連續性。我們可以看到，即使是「之內的關係」受到分析，不論是在教室實踐層次（互動的和社會語言的研究）或者是學校層次（民族誌研究）或者是課程層次，亦或者是批判教育學層次，對於教育載體之內在邏輯（就調控原則的意義而言）或者是教育載體和其所傳送內容的關係，並沒有根本性的分析。
我們接著討論這個問題。

教學機制 

首先，我們先概述教學機制內在的秩序性(orderings)，因為我們認為這是文化生產、再生產及轉化的條件。這個機制藉由分配規則 (distributive rules)、再脈絡化規則 (re-contextualizing rules)和評鑑規則 (rule of evaluation)提供了教學論述的內在文法。這些規則本身以階層性方式相互關聯，分配規則的本質調控著再脈絡化規則，再脈絡化規則再調控著評鑑規則。分配規則調控著權力、社會團體、意識形式、實踐，及其再生產和生產之間的根本關係。再脈絡化規則調控特定教學論述的構成。評鑑規則則是在教學實踐中被建構。教學機制產生了意識的一套象徵性尺度(symbolic ruler)。問題在於：是誰的尺度？何種意識？本章第二部分將建立一個通則性的模式，來回答此一問題。

分配規則

首先我們探討建立權力、社會團體和意識形式之間的關係的媒介。我們認為，這種關係是透過對不同的意義秩序的分配和特定化之控制而建立的。意義的不同秩序／秩序性(orders／orderings) 可以說是創造出不同的知識／實踐。意義的秩序性的不同分配與特定化原則的控制在於試圖影響意識形式和實踐的分配與特定化。從此一觀點來看，若我們想要理解意識形式和實踐的生產、再生產與轉化的話，我們必須理解既定權力分配和控制原則之社會基礎，因為它們分別定位、再定位或對位方式來安排意識形式和實踐。我們假定介於權力與知識之間以及知識與意識形式之間通常是教學機制（pedagogic device, PD）。教學機制可以定義為，將意識特定化形式之分配、再脈絡化及評鑑的規則。

基本的分配規則標示出並且特定化出可思性(the thinkable)與不可思性(the unthinkable)的不同，以及透過不同的專門化教學實踐之中介將其形成的實踐分配給不同團體。

在所有的社會裡，知識至少有兩種基本類型：神秘的與世俗的；他者的知識（knowledge of the other）與知識的他性（the otherness of knowledge）；知其如何、可能性的知識與不可能性的可能性之別。這兩類知識／實踐的劃分是相對的，隨著時代的不同而所有不同，而產生這兩類型知識的原則也隨著時代的不同而所有不同。在小型、沒有文字且只有簡單勞力分工的社會裡－特別是，直到相當晚近才由人類學家所研究的社會，「可思性」和「不可思性」知識的劃分及其管理的實踐都是受到宗教體系、其行動者和實踐所影響。今日，「不可思性」知識的控制雖然不是全部但實質上是直接或間接地落在教育體系的最上層，這一部份關注論述的生產而不是再生產；而「可思性」是在教育體系的較低層級裡－亦即，在它的再生產層次，而不是生產層次，由不同權力所調控的再脈絡化。我們可以發現在簡單和複雜兩種社會裡，意識形式分配上有著結構上的相似性，透過不同的機構加以專門化，而且由不同的專門化教學論述來產生。此相似性是較為深沉的，是意義系統結構上的相似性。在此，我們不是在於說明魔法與科學兩者之間的相似性，或者，舉例來說，也不是複雜的航海術的權力共享，而是在於意義的「特別秩序」的共通性，以建立物質和非物質兩者之間特別關係，一個世界與另一個世界、世俗與超驗的相互關聯。就定義來看，這種關係通常是凌駕於地方性和個殊性的。這不是說這種關係的秩序是抽象的(abstract)；更是一種抽象化（abstraction）所採取的形式的問題。它是一個意義與特定物質基礎（一種既定的社會分工及其社會關係）之間的間接關係的形式。在這些條件下，存在著潛在的論述性「間隙」、一個成為另類可能性場所的「空間」，作為物質和非物質之間的關係的另類實現。此一潛在的「間隙」、「空間」、「不可思性」、「不可能性」的場所，在任何時間裡同時都是有利的也是危險的。它是秩序與脫序、一致與非一致的交會點；它是「尚未思考的」的重要場所。就根本的意義而言，這種潛在性是語言自身的潛在性。任何權力的分配都企圖去調控這個潛在性的體現，基於它所創造、維持與合法化的社會秩序性的利益。在「簡單的」社會裡，這種調控受到宗教體系以及宇宙論的影響，因為它給予進入的權力和控制。

在符碼的語言裡(Bernstein，1981)，我們區分出精緻型取向(elaborated orientation)與精緻型符碼(elaborated code)。假如符碼是精緻型，表示調控符碼實現的原則本身成為明確分析原則的對象，而這樣的符碼是文化／教育的載體。從這個角度來看，「簡單」社會的宇宙論並不是精緻型符碼的產物，而是精緻型取向的產物，它創造了世俗與超驗之間的關係。在此，超驗的實現原則本身無法接受更進一步的探索原則。
在複雜的社會裡，尤其是在歐洲，精緻型符碼在專門化機構與行動者的制度化是在中世紀時期，隨著古代大學和教會學校的發展而完成的。

我們所討論的精緻型取向，甚至進一步的精緻型符碼，是作為思索「不可思性」、「不可能性」的媒介，因為它們所產生的意義是超越地方性的空間、時間、脈絡，而且將後者鑲嵌並且關聯於超驗的空間、時間和脈絡。這種意義的潛在性是混亂的、不一致性的；一個新的秩序，新的一致性。我們認為，權力、知識及意識形式和實踐之間的關係是由教學機制的分配原則所完成的。教學機制提供分配原則，調控不同的特定化意識給不同的團體。從歷史上來看，我們就簡單社會裡精緻型取向之實現的傳遞者及守護者，與後來的複雜社會裡合法的精緻型符碼之實現的傳遞者和守護者，以及傳遞教學論述和實踐之類型的角度來看，可以看到此一問題。教學機制經由分配規則一方面控制著「不可思性」，另一方面也控制著那些人可以思考它。我們在後面可以看到此一機制包括秩序的賦予及其轉化媒介。

再脈絡化
規則：教學論述

如果分配規則在於標明和分配誰在何種條件下可能傳遞甚麼給誰，其目的在於設定合法性論述之外部與內部範圍，而教學論述(pedagogic discourse)則是專門化溝通的規則，藉此教育主體被選擇性地創造出來。我們界定教學論述為兩個關聯的論述並相互鑲入的規則。請注意，分配規則在於試圖控制物質性與非物質性的關聯和嵌入的問題、世俗性與超驗的關聯和嵌入的問題，以及此一意義的分配。教學論述是專門化溝通，影響著不同的傳遞／習得。我們先從「何種論述嵌入於何種論述之中」的問題開始。

我們界定教學論述為，將一種能力論述(discourse of competence)(不同類別的技術)嵌入於一種社會秩序的論述裡（discourse of social order）的規則，在這種方式下，後者總是支配著前者。我們稱傳遞特定能力的論述及其彼此之間的關係為教導性論述（instructional discourse, ID），而創造特定秩序、關係及認同的論述為規約性論述（regulative discourse, RD）（請見附錄5.1）。為了要在視覺上呈現出教學論述之明顯特徵，我們寫成以下這個方式：

   　教導性論述／規約性論述

在此，斜線表示嵌入的意思。構成教學論述的規則並非源自於調控傳遞能力的內在特徵的規則。就此而言，重要的是，教學論述是一個沒有特定論述的論述。它沒有屬於自身的論述。教學論述是一個運用其他論述的原則，而為了其選擇性傳遞及習得的目的，將其他論述帶入一個特定關係。因而，教學論述是一個原則，將一個論述從其實質的實踐和脈絡中移除（移位）（delocates），再根據自身選擇性的再秩序化和聚焦化原則，將此論述再定位（relocates）。在原先論述的移位和再定位的歷程中，其實踐的社會基礎，包含它的權力關係都被移除。在移位和再定位的歷程中，原先的論述受到轉化，將它從實際的實踐轉換成虛擬的（virtual）或是想像的實踐（imaginary practice）。教學論述創造出想像的主體。我們必須詳述構成教學論述此一原則的概念。它是再脈絡化原則，選擇性運用、再定位、重新對焦和關聯其他論述，以構成它自身的秩序和秩序性。就此而言，教學論述不能等同於任何被再脈絡化的論述。在這個意義下，教學論述它本身沒有屬於它自己的論述，除非是一個再脈絡化的論述。我們現在已從分配規則的討論進入到再脈絡化規則的討論，這個規則構成了教學論述。

規約性論述之支配性
從上述討論可以看得出來，教學論述是一種再脈絡化原則，它將實際轉換成虛擬或想像，因而任何被再脈絡化的論述成為一個指涉其他事務而非自身的能指(signifier)。這個「他者」是指再脈絡化原則的原則，它調控再脈絡化原則的選取－或者更精確地說，是指調控可供選擇之原則的範圍的原則，而這是根據社會之支配原則而變化的（請看後續討論）。就此而言，規約性論述本身是任何教學論述的先備條件。因此顯而易見的，所有教學論述創造出一個傳遞／習得的社會關係之道德的調控，也就是秩序、關係和認同的規則，而這樣的道德秩序是優先於能力的傳遞，同時也是其條件。這樣的道德秩序是受制於一種再脈絡化原則，因而這種秩序是一種能指，指涉其他事物而非自身。在教導性論述裡，或許較不明顯看到規約性論述如何創造秩序、關係和認同。亦即，在習得能力的內在秩序性裡。我們以高中物理的習得為例來說明。

首先，這種物理科已經是一種被再脈絡化的論述。它是再脈絡化原則的結果，從我們所稱的論述生產的原初脈絡
中加以選擇和移位，再重新將物理科定位、對焦於論述再生產的次級脈絡之中。在這樣過程中，物理科經歷一個複雜的轉化，從原初的論述轉成虛擬的／想像的論述。
關係、選擇、順序和進度（順序性規則預期習得的速率）本身無法從物理科的某些內在邏輯推衍而得，也無法從那些產生物理科的人的實踐中推衍而得。物理科的再生產規則是社會的事實，而非邏輯的事實。再脈絡化規則不僅調控著選擇、順序、進度以及與其他科目的關係，而且也調控著衍生出傳遞規則的教學理論（請見附錄5.2）。被再脈絡化的物理科之分類與架構強度本身最終是規約性論述的特徵。就此而論，教導性論述傳遞裡的秩序、關係以及認同本身是嵌入於規約性論述的秩序、關係以及認同的原則裡。因而，教學論述是一個再脈絡化的原則／論述，將能力植基於秩序裡，同時也將秩序植基於能力裡，或者，更概括性地說，將意識(consciousness)嵌入良知(conscience)之中，也將良知嵌入意識裡（請見圖5.2）。誰的秩序、何種能力之問題下文將進一步討論。
意識　       　　教導性論述　   　   　專門化能力


良知　     　　　規約性論述　   　    　秩序、關係及

　　　　　　　　　　　　　        　　　認同之規則　

圖5.2
評鑑規則：教學實踐

本節接著說明任何教學論述之基本順序性原則。在最抽象的層次裡，再脈絡化原則選擇性地創造教導性論述／規約性論述，產生了專門化的時間、文本（或者其隱喻上同等的東西）、空間以及相互關係的條件（見圖5.3）。

教導性論述



規約性論述

時間　　　　　　　文本　　　　　　　　空間

（一）

圖5.3
在較低的抽象化層次裡，時間轉換成年齡。因此，任何教導性論述／規約性論述的實踐會導向在年齡上精確地劃分，將相關的年齡依序分位。教學時間所佔用的時間劃分和生涯時段（原則上從前生產時到後復活為止）的精準程度是一個既定歷史脈絡的事實，但時間的特定化和分化則是內在於教學論述裡。文本通常被轉換成一種與年齡相關的特定內容。教學實踐創造出一個行動的自由，能讓它以自己的時間劃分方式來述說。如下所示：

（二）　　年齡　　　　　　　內容　　　　　　　脈絡
最後，我們將（二）轉化成教學實踐的社會關係層次和溝通的重要特徵。年齡轉換為習得。內容改為評鑑。脈絡則是轉換為傳遞。如下所示：

（三）　　習得　　　　　　  評鑑　　　　　　　　傳遞

我們能夠看到，教學實踐最主要的是持續不斷的評鑑。如果我們將水平軸與垂直軸的關係放一起，我們可以得到如圖5.4 所顯示的教學實踐觀點。請看附錄5.3。

教導性論述／規約性論述


時間　　　　　　文本　　　　　　空間

年齡　　　　　　內容　　　　　　脈絡


習得　　　　　　評鑑　　　　　　傳遞

教育符碼與類型
  圖５．４

符碼將分配規則、再脈絡化規則和評鑑規則各自之內與彼此之間的關係的秩序性濃縮在它的文法裡。不過，這些規則會創造出矛盾、裂縫和困境，導致教學實踐不必然再生產教學論述，而所習得的東西不一定等同於所傳遞的東西。建構、合法化和維持符碼的分類原則（即類項特性）（paradigmatic features）的權力關係與建構、合法化和維持溝通關係的架構原則 (即句段關係)（syntagmatic features）的控制關係，它們本身是社會關係持續性矛盾、裂縫和困境不斷產生的產物。教學機制規則的組合整個濃縮在傳遞／習得的符碼之中。

至此，我們都一直假定分配規則即是「可思性／實踐」與「不可思性／實踐」之間區別的分類程度的官方調控，同時也是不同團體、實踐和脈絡之間區隔程度以及不同特定溝通原則之間的區隔程度的官方調控。教學機制再生產「不可思性」與「可思性」間的區分，但無法創造出這樣的區分。它嘗試去調控分配。分配規則是一種基本的分類原則，調控著權力分配、知識分配及意識形式分配三者之間的關係。概括而言，我們知道那些再生產合法化知識的人將「可思性」部分加以制度化，而那些「生產」合法化知識的人則將「不可思性」部分加以制度化，而且我們發現在教育的生產與再生產的合法性場域裡，這兩個團體彼此強烈分開。所謂的「可思性」和「不可思性」、調控的形式以及不同行動者的社會組成隨著不同歷史情境的改變而改變。

依循韋伯的觀點，我們可以看到宗教場域的位置與教育場域的位置兩者之間有著對比關係：

      宗教場域        　 　　　　 教育場域

      　 先知　　　　  　    　　　 生產者

      　 傳教士　　　　      　　　 再生產者

     　  信徒         　　　        習得者

一般而言，規則是這樣的，一個人在任何時間中只能佔有一個位置。然而，在教育場域裡大學或者同等機構的層次，生產新知識的那批人本身同時也是再脈絡化者。有趣的是，在大學的層次裡，研究從教學中不斷分化出來，亦即，有關研究所與大學機構之階層化的討論。

我們先前提過，教學論述是將教導性論述嵌入規約性論述的規則。教導性論述調控著構成專門化能力的合法性項目、內在特徵及關係特性之規則。這個論述是嵌入於規約性論述裡，規約性論述是調控著傳遞者、習得者、能力及脈絡彼此之間以及各自之內的合法性秩序之規則。在最抽象的層次上，規約性論述提供了且合法化調控秩序、關係及認同的官方規則。但是趨勢上，常將這些論述分為道德性與教導性論述，或者視它們被意識型態所滲透，而不是視它們為一種嵌入的論述，生產一種鑲入的且不可分開的文本。教學論述的文法（根本的秩序性原則）將能力濃縮於秩序之中，將秩序溶入能力裡。我們指出，這個產生教學論述的內在秩序性的文法，並不是一個將特定論述專門化的文法，或是用以創造它自己的區別和內在秩序的規則，而是一種將其他專門化論述移位、再定位和重新對焦的原則，將這些論述帶入新的關係，導入新的時間和內在秩序性。教學論述是由我們所謂的再脈絡化文法所構成的。這個文法在建構其新秩序性的過程中，必然會轉化所取用的論述成為想像的論述，因而為意識型態的演出開創一片天地。這個再脈絡化文法，取用的文法，是連結到由實現規則所主導的教學實踐層次。這些實現規則是源自於教學理論（不論是隱含的或明確的）。

這些教學理論本身必須形成教導性論述／規約性論述，它們本身是由再脈絡化原則所構成的，而該原則調控教學實踐的論述之內在秩序性、時間及脈絡的實現。教學理論就是一個重要的再脈絡化論述，它調控著教學實踐的秩序性，建構教育主體（習得者）的模式、傳遞者的模式、教學脈絡的模式、以及教學溝通能力的模式。教學理論的改變因而導致教學論述的秩序性以及教學實踐的秩序性的改變。我們區分出兩種教學理論的模式，一種趨向於傳遞的邏輯性，而另一種則是趨向於習得的邏輯性。前者偏重教學論述的等級化表現，而後者則是強調習得者的共有能力。（參考附錄5.2）

綜上所論，教學機制的秩序和秩序性是一種調控這三個層次各自之內以及彼此之間的關係的文法。決定的程度－亦即，每個層面的外在界線和內在的可能性，是由教學機制之歷史性與意識型態的脈絡而定。因而，教學機制在它對於教育主體的選擇性創造、安置和對位過程中是一支意識的象徵性尺度。它是文化生產、再生產和轉化的條件。問題是：誰的尺度，何種意識？

教學機制的效能是被兩個不同的特徵所限制，一個是機制的內在部份，另一個是外在部份。

內在的。我們將在下文進一步討論。受制的論述它本身包含自身原則轉化的可能性。因為它不可能不在「不可思性」的影響下控制「可思性」。這些被再生產的原則除了再生產一個組合外，也承載著可能性的秩序。

外在的。藉由機制本身發聲的權力分配，創造了一個挑戰、反對其原則和合法性的潛在性場所。因而，當機制成為文化及其內在關係的生產／再生產的條件時，機制會成為一個競逐控制的重要場所，其實通常它本身就是一個競逐控制的主要競爭場所。

　　　　　　　　　　　　　　　　　　　　　　　　　　　論述

　　　　　　　　　　　  可思性／不可思性　　　　　　 　生產

論述／實踐之分配規則

教學機制                   教學論述之再脈絡化規則　　　 　傳遞

　　　　　　　　      　教學實踐之評鑑規則　　　　　 　習得

圖５．５

在我們將焦點轉向討論「誰的規則，何種意識？」之前，請注意本文最初所提出來的問題。教育社會學的研究大體上（或許(Durkheim, 1938除外)都將特定的教學溝通實踐的內在獨特特徵的分析視為當然。在我們的語言研究裡，所關心的也僅僅是對教學「訊息」（階級、性別、種族、地區、國家、宗教）的分析而已，而不是它的「聲音」。 像那樣的研究，教學「聲音」是一個從未被聽到的聲音，只是它的體現，亦即訊息被聽到而已。它的「聲音」是由教學機制所建構而成的。一個更適當的比喻應該是，教學論述機制是一種用來產生特定訊息、實現的文法，調控它所處理的東西的文法：一種排序、安置，甚至包含它自身轉變潛在性的文法。任何教育社會學應該要有一套教學機制理論。事實上，這樣的理論是這門學科的必要基礎，同時提供該學科根本的理論內容。
脈絡、場域及定義

原初，再脈絡化及次級脈絡

這個模式參照於象徵控制場域和生產場域。在第四章，這些場域的解釋及其與國家之關係已廣泛探討。這四章討論作為以下分析脈絡中背景。本節為後續分析預作準備，我們將討論教學機制的規則與教學論述的生產、再脈絡化及再生產等場域之間的關係。我們再分析官方與地方性教學論述的正式定義，以及教育的系統的和分類的關係。

我們先概述教育體系三個基本脈絡，及其與教學機制構成規則的關係。

原初脈絡：論述之生產
我們區分出教學論述、實踐及組織三個重要且相互依賴的脈絡。其中第一個脈絡稱之為原初脈絡 (primary context)。在此脈絡裡一個文本被發展和安置的過程，我們稱之為原初脈絡化 (primary contextualization)。原初脈絡化是指，「新的」觀點被選擇性地創造、修改和改變，同時專門化的論述被發展、修改或改變的歷程。此一脈絡創造了教育體系的「學術場域」。這個場域及其歷史是由來自於教學論述和其實踐之生產的位置、關係和實踐所創造的，而非教育論述和其實踐的再生產所創造的。如今，它的文本，部分但絕非全部，依賴私人和國家基金對於研究團體與個人的資助。

次級脈絡：論述之再生產
這個脈絡是指，教學論述有不同層級、機構、位置和實踐的選擇性的再生產。我們區分出四個層級，包含高等、中等、初等及學前四個層級。每一個層級都有不同分化程度的機構。我們稱這些層級及其相互關係，還有同一層級內任何機構的專門化，為教學論述生產之次級脈絡。此一脈絡結構化成再生產場域。在這裡我們可以問到，有關調控層級之間與各自之內的關係之分類與架構原則，以及調控符碼及其相關類型的定位和流通之分類與架構原則的問題。

再脈絡化脈絡：論述之再定位
從這兩個基本脈絡和場域裡，它們結構化出我們所區分出的第三個脈絡，這個脈絡結構化成一個場域或是場域之間的次組合 (subsets)，其位置、行動者和實踐主要關注文本／實踐從論述生產的原初脈絡轉換到論述再生產的次級脈絡的移動。這個場域及其次組合裡的位置、行動者和實踐的功能，在於調控文本在初級脈絡和次級脈絡之間的流通。據此，我們稱這個脈絡所結構化的場域及其次組合為再脈絡化場域。

官方教學再脈絡化場域

這個場域包括國家和地方教育行政當局的專門部門、次級機構，及其研究單位和視導體系。

教學再脈絡化場域（請看後續的討論）
1. 這個場域包括大學和多元科技大學的教育學系、學院，及其研究單位和私人基金會。

2. 它包括教育的專門媒體、週刊、期刊等以及出版社，還有其讀者群和顧問群。

3. 它可以擴展到不是從事教學論述和實踐，但能夠對國家及其各種管理，以及／或者對教育內之特定場所、行動者和實踐產生影響的場域。

當一個文本被在該場域的位置上運作的再脈絡化行動者所取用時，文本通常都會先經過轉化，再重新定位。此一轉化形式是由一個「去脈絡化」原則所調控的。這個歷程是指文本先去位化，再重新定位的改變。此一歷程使得文本不再是原來的文本了：

1. 文本改變了它與其他文本、實踐和位置之間的位置關係。

2. 文本本身經由選擇、簡化、濃縮和精緻化而修改。

3. 文本重新被定位和對焦。

去脈絡化原則調控文本在一個或多個層級再生產場域裡重新定位的歷程中，新意識型態之安置作用。當文本活躍於該層級裡的教育歷程時，文本會進一步進行轉化或重新定位。因而，區分一個文本所進行的（至少）兩次轉化並且加以分析，是非常重要的。文本第一次的轉化是在再脈絡化場域裡進行，而第二次是已轉化的文本在教學歷程中的轉化，它活躍於習得者的再生產過程裡。再脈絡化場域產生了教學理論、研究和實踐的位置。因此，分析國家部門在不同脈絡裡及其所結構化的場域各自之內，以及彼此之間的關係和移動所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

在結束之前，我們應重申一下，再脈絡化場域的主要活動是創造、維持、改變以及合法化調控教學論述之內在秩序性的論述、傳遞和組織的實踐。我們可以展現教學機制的內在規則和歐洲教育體系三個基本脈絡之間的關係。分配規則與原初脈絡有關，再脈絡化規則與再脈絡化脈絡有關，而評鑑規則則是與次級脈絡有關。我們已審慎地指出原初脈絡是教育體系裡的教學論述生產之脈絡。很明顯地，教學論述生產之原初脈絡和場所也存在教育體系之外。

在此，我們已為最後一節所要討論的模式提供了一個背景。這個模式用以提供一個描述，回答教學機制分析所衍生的問題：誰的尺度，何種意識？

定義

我們先給予官方國家教學論述定義，以及其他相關定義。

官方教學論述(official pedagogic discourse, OPD)，係指調控合法性教學文本（論述）生產、分配、再生產、相互關係與變遷、其傳遞和習得（實踐）之社會關係和脈絡之組織（組織）的官方規則。官方教學論述是一個嵌入的論述，是兩個不同的專門化論述：教導性論述與規約性論述之間相互關係的體現。

特定教導性論述(Specific instructional discourse, SID)，係指任何一個機構裡調控專門化能力之合法性種類、內部與關係的特性之規則。

特定規約性論述(Specific regulative discourse, SRD)，係指任何一個機構裡調控傳遞者、習得者、能力和組織脈絡相互之間以及各自之內所謂合法性秩序之規則。在最抽象層次上，特定規約性論述提供了調控秩序、關係與認同之官方規則，並加以合法化。

教學文本(pedagogic text)，係指在傳遞／習得的社會關係裡進行生產／再生產和評鑑的文本，或者經過傳遞／習得的社會關係的文本，同時通常作為傳遞／習得的社會關係之用。文本是教學論述特有的體現，也是「教學基本單位」的一種特定的選擇、統整和脈絡化的結果。

「教學基本單位」(pedagogemes)是實踐或意向最小而明確單位，供作評鑑之用。

我們區分了官方教學論述(OPD)和地方性教學論述(local pedagogic discourse, LPD)。後者調控文化最初脈絡化層級的文化再生產歷程，特別是家庭和同儕關係裡。在官方和地方性教學論述之間的安置作用關係中，存在著對立、抗拒，或者符應與支持，依賴與自主。我們深信，我們所提的基本模式能夠應用於地方性教學論述，雖然它的原則有可能嵌入於默會實踐之中。

教育的外在關係。教育體系有兩個性質不同的外在關係類型，分別以不同的方式和程度調控著教育體系。這些外在關係，我們稱之為體系的關係(systemic relations)。這些關係是指教育體系與物質性(生產)和論述性（象徵控制）兩種資源的生產和再生產之間的關係。物質性和論述性兩種資源的區分應看成是屬於低層次的描述，因為通常沒有先前的論述性資源，就可能沒有物質性資源。

物質性資源。教育體系有一項輸出可供作資本生產、分配和流通之機構、其社會分工和社會關係的潛在的或實際的資源。

論述性資源。教育體系通常有一項輸出可供作象徵控制機構、其社會分工及社會關係之潛在的或實際的資源。這項輸出稱之為論述性資源。

教育與論述性資源的體系關係在時間上是先於教育與物質性資源之關係，同時相對地緊密，而且在未來，這種情況會繼續延續且複雜，同時為國家所調控。

分類關係。這裡是指教育與生產之間的關係，而這些關係可以視為是範疇的功能。如果這兩個範疇之間的關係是強分類，那麼在範疇之間有著強區隔，因而造就了一個空間，讓每一個範疇能夠分別專注於自身的衍生性原則(generative  principles)和實踐。如果教育範疇與生產範疇之間屬於弱分類，那麼範疇之間的區隔降低，彼此共享同一個衍生性原則和實踐。換言之，在弱分類情形裡，衍生性原則是整合的，而在強分類情形裡，這些原則是被分開的，而且各自專門化。在歐洲，典型的關係是屬於強分類的一種；只有在中國，1966-76年這一短暫期間，有限度地嘗試弱化教育與生產之間的分類關係。在習得者的層次，強分類的「體系性關係」會轉變成為習得者的動機和期望。這並不認為，在這種轉變裡，所有的習得者都會接受他們的安置作用。「分類」關係轉換成優勢文本之特徵，以供習得。當教育與生產之間的分類關係愈強，則優勢文本愈有可能以內外值都是強分類、強架構(十Cie 十Fie) 的教育符碼來體現。在此脈絡下，文本不但是高度抽象，而且抽離自從其他關係中，而非自身關係之中。

教學機制之實現

誰的尺度？何種意識？一個模式

我們將我們所討論的模式限定在當代已開發社會的官方教學論述之生產與再生產上。
官方教學論述調控傳遞和習得（實踐）之生產、分配、再生產與相互關係及其脈絡的組織（組織）之規則。
首先，我們必須辨識出在模式中我們所謂的社會「支配原則」。這些支配原則創造了挑戰、衝突和矛盾場所，但也隨時說明秩序、關係和認同的基本原則，並且至少設定了它們在某些脈絡裡的外在界線和內在範圍。我們認為，這些支配原則是一個國家的支配政黨的一種表述，或者是，不同政黨或利益團體之間的關係的一種表述。支配原則是由權力分配和控制原則所調控，以決定物質性和論述性資源的媒介、脈絡、分配、可能性和社會關係。

在此，我們僅僅關注支配原則與官方再脈絡化場域裡肩負著創造、維持和改變官方教學論述之位置、行動者和實踐的構成，彼此之間的關係。這個場域主要成員通常是由來自國家官方教育機構的官員，以及來自教育體系、經濟場域與象徵控制場域的諮詢人員和顧問所組成。依此，官方教學論述通常是來自經濟場域和象徵控制場域裡支配位置之文本及其衍生的社會關係的一種再脈絡化。

在我們的模式裡，我們區分出兩個再脈絡化場域。一個是我們先前已經描述過的官方再脈絡化場域，由國家直接調控，在政治上經由立法，在行政上經由民眾服務來控制。在這個再脈絡化場域裡，包含一個行政部會以上的活動。今日，在英國，我們就必須提到就業部(The Department of Employment)。官方再脈絡化場域會選擇性從其他的行動者和機構合併專門化服務，進而改變了這些行動者原有的場域位置。

國際場域


　國家　　

生產場域　　　　　　　　　　　　　　　　　　　 　　　象徵控制場域

書籍行銷

理論／實踐　　　　　　　　　　支配原則　　　　　　　　理論／實踐


官方再脈絡化場域


官方教學論述


教學再脈絡化場域


再生產的教學論述

溝通　　　　教導性論述　　　　組織

　時間　　　　　　　　　　　　　　　　　　　　　　空間

規約性論述


傳遞者

　　選擇／傳遞　　　　　教學符碼　　　　專門化脈絡／機構

　　／評鑑　　　　　　　　　　　　　　　之內與之間的關係

習得者


再脈絡化場域


          原初脈絡化脈絡（家庭／社區）

圖５．６

再脈絡化場域主要活動是建構教學論述的「內涵」(what)和「形式」(how)。所謂的「內涵」是指所要傳遞的範疇、內容和關係，亦即它們的「分類關係」，而「形式」是指它們的傳遞方式，實質上指的是它們的「架構關係」。「內涵」包含從學術場域（物理、英文、歷史等）、表意場域（藝術），手工場域（手工藝）的再脈絡化，而「形式」是指來自社會科學的理論之再脈絡化，通常是指心理學。再脈絡化場域通常將來自強分類場域的論述組合在一起，但是很少將行動者組合在一起。總體而言，儘管有些例外，那些原初論述的生產者和論述再脈絡化的影響者，通常並不是論述再脈絡化的行動者。因此，研究論述生產者和影響者同時也是其論述再脈絡化者的情形，就有其重要性。

我們以教學再脈絡化場域(pedagogic recontextualizing fields, PFR) 所允許的官方教學論述範圍和影響，來界定教學論述的相對自主性。
教學再脈絡化場域，如同官方再脈絡化場域一般，關注調控生產脈絡或者其再生產脈絡的理論和文本之流通的原則和實踐。教學再脈絡化場域的核心是來自大學教育系，教育學院、學校，還有基金會，專門的媒體、期刊、週刊和出版社等位置／行動／實踐。

強分類的教學再脈絡化場域內部產生了不同層級的教育體系、課程及學生團體等次級領域。我們區分出，獨立於國家（私人部門）之外，能決定自己的再脈絡化之教育再生產機構，以及雖然由國家經費補助，但是仍對自己的再脈絡化擁有管控的機構（最近的大學直是如此），這個區分是有所助益的。

官方和教學兩個再脈絡化場域都受到生產（經濟）和象徵控制場域的影響。再脈絡化場域和生產及象徵控制場域之間有著雙重關係。

1. 這些場域內之理論、實踐和社會關係會對所要傳遞的論述及傳遞方法產生影響；會對於教學論述之「內涵」和「形式」產生影響。

2. 行動者的訓練要求（尤其是象徵控制場域裡的支配行動者）會影響教學論述之「內涵」和「形式」。
然而，如我們所討論過的，教學論述創造出「想像的主體」；但是我們不應高估教學論述與任何在它之外的教學實踐之間合適性問題。事實上，我們認為，「合適性」實質上是一個想像的實踐，會受到教育／生產／象徵控制不同機構的活動以不同的意識型態來安置。

再生產的教學論述是置入於再生產脈絡之中（學校脈絡取決於不同層級教育體系的機構和層級所擁有的相對自主性而定），且是由再脈絡化場域和該場域裡的位置之間的複雜關係所構成的。在教學機制的模式裡，我們所討論僅是非常概括抽象的教學實踐。我們僅展現一個既有的教導性論述／規約性論述如何創造特定溝通實踐（時間）和組織實踐（空間）以構成被習得的符碼。任何再生產的教學實踐是由教導性論述／規約性論述所賦予的，而分析的單位可以是教育體系的一個層級、機構、課程、課程的一個單元或是傳遞的脈絡。
（有關教導性論述／規約性論述之符碼規則，請見Bernstein和Diaz, 1984。）

不過，學校所再生產內容本身受制於源自一個學校既有的特定脈絡的再脈絡化原則，以及官方教學論述再生產之外在控制的有效性。再者，再生產的內容受到學校和習得者的原初文化脈絡（家庭／社區／同儕關係）之間的再脈絡化場域的權力關係的影響。學校可以將來自習得者之家庭／社區／同儕關係的再脈絡化論述，成為其實踐的一部份，作為社會控制的目的，以便讓它自己的規約性論述更具效果。反過來說，家庭／社區／同儕關係會延伸其影響於學校的再脈絡化場域，並影響學校的實踐。

在我們的模式裡，我們尚未討論到有關習得者的教育資本、道德意涵和尊嚴之分化差別的安置作用的問題。但這並非本文的目的。本模式的目的，在於思索教學論述的生產、分配、再生產和變遷的內在動態情形。

1. 支配原則本身是指一個衝突的場所，而不是一組穩定的關係組合。

2. 官方再脈絡化場域裡的政治和行政的行動者之間存在著潛在的或實際的衝突、對抗和惰性。

3. 教學再脈絡化場域裡各各位置之間存在著潛在的或實際的衝突、對抗和惰性，同時再脈絡化場域與官方再脈絡化場域之間亦存在著潛在的或實際的衝突、對抗和隋性。

4. 習得者之原初文化脈絡（家庭／社區／同儕關係）與學校的再脈絡化原則和實踐之間存在著潛在的或實際的衝突、對抗和惰性。

5. 傳遞者本身可能發現他們自身無法或是不願再生產預期的傳遞符碼。

因此，瞭解體現於教學實踐中的原則和實踐之流通地點、時間和緣由，是來自底層的變革或是由上所加諸的，就極有意思。

從此模式各個不同層級及其相互關係的扼要描述，我們可以看到權力、再生產的教學論述和意識形式的分配三者之間錯錝複雜的關係。因為每一個論述都是一個再脈絡化的論述，從生產或存在的原初脈絡到再生產的場域，每一個論述及其隨後的文本在轉化過程中都會經過意識型態上的重新安置。本模式至少從形式上解釋教學論述是一個再脈絡化論述之意義。最後，本模式展現了一個論述最初的移動（流通）和該論述對於一位習得者的意識和特定安置作用的影響之間的歷程，是多麼複雜。
模式之評述

歐洲教學機制的制度化和體現有一個獨特的性徵，就是無論社會的支配原則為何，其分配、再脈絡化與評鑑三個規則的體現具有穩定性。這個教學機制的支配類型蘊含教育與生產之間一個強分類關係。我們所謂的強分類關係是指，教育與生產之間存在著一個強烈的區隔關係，因而為教育創造了一個專門的空間，促進教育發展自身衍生的論述和實踐。當教育與生產之間是一種弱分類關係，表示這兩個範疇間呈現低區隔的情形，兩者更願意共享相似的衍生性原則。這種弱分類現象曾經發生於1976年以前的中國，但維持短暫期間且效果有限。

生產與教育之間強分類的源起可以追溯至中世紀時期，我們發現當時的官方教學機制將勞力實踐(manual practice)從其再脈絡化規則中排除。勞力實踐是經由家庭和基爾特（行會）裡的地方性教學機制而習得的。因此，勞心與勞力實踐在歷史上是強分類的，而這成為歐洲教學機制的標誌。它意謂著象徵控制行動者的意識較有可能藉由教育類型而非生產方式來安置與專門化，這裡有許多意涵無法在此繼續追問，請參閱第四章。至此，我們看到典型的歐洲教學機制在勞心和勞力實踐之間產生一種強分類關係。它的再脈絡化規則將其論述安置於高度抽象的知識裡，以及將其教學實踐（評鑑規則）安置於極為主體性的經驗裡（請參閱第四章）。Durkheim指出，基督教必然指向抽象化及內在經驗。「它的神必須在心裏深處被信仰和思索」。有關這些議題之精闢討論請見Alexander(1982)。最初抽象取向是由希臘思想的再脈絡化促成，因而將學童／學生／教師集中在一個機構中，以促進道德的密度和情感／信仰的規訓。

這或許可以讓我們瞭解到，勞力實踐從再脈絡化規則中被排除的原因。再者，歐洲教學機制的分配規則在教學論述裡產生一個類似於勞心／勞力的分位；生產論述者（藉由合法性批判和發現產生新原則、形式和技術的一群）與再生產論述者之間的強分類關係。這種分類關係只有在大學或其相對等的機構才會減弱，但現今卻有一種趨勢，在制度上將生產和再生產的功能分開，並且分頭給予獎勵。我們可以看到，第二次的分位是由知識生產者與再生產者之間的教學機制分配規則所衍生的。因為這次的分位是肇因於特定的再脈絡化場域的發展，以其自有的正統／異類原則和進入條件，專門化並安置行動者、實踐和文本。這些場域不必然寄生於學術性論述生產的場域或是勞力／表意性實踐裡。文本的活化是根據再脈絡化場域的支配位置，轉換成該場域的教學文本或原則，以及教學實踐的散播而再定位的，使得再脈絡化文本的位置在其原初場域上獲得重大的回響（Piaget即是如此）。

從教學再脈絡化場域與官方教學再脈絡化場域之間存在相對自主性來區辨社會，是很重要的。當只有一個場域存在（即官方教學再脈絡化場域），則有可能是國家的教育機構控制著指導手冊、教科書等的出版。在此情況之下，當國家的政治論述改變，標示著官方再脈絡化場域裡的支配位置也跟著改變。當教學再脈絡化場域存在，而且運作有效，享有相對自主性，那麼這個場域存在著依自己方式來再脈絡化文本，這樣的活動是源自論述產生的反霸權場所，但可能被視為非法的、對立的(Holland, 1985)。這樣的文本可能在再脈絡化歷程裡被拆解(defuse)，重新對焦，以確保安全（如Freire即是）。教學再脈絡化場域自主性程度實質上是透過師資培育和在職訓練以及透過教學再脈絡化場域發行的書籍／教科書，深深地影響到教學論述在學校的再生產。不過，國家可以透過高度中央化的課程、評鑑和視導體系對學校實施以更直接的控制，嚴重地限制了教學再脈絡化場域的影響。國家透過經費的補助、研究主題與焦點的控制，進一步限制了教學再脈絡化場域的影響。

重要一提的是，此模式所描述的官方教育體系裡的再脈絡化場域。這裡，論述的生產場域是指論述的發展是來自於大學、專門機構和多元技術學院的研究和主要功能。這不表示在教育體系的其他脈絡裡就不會發生論述的生產，而是只有在上述機構其部份功能在於論述的生產而非再生產。這個論述生產場域裡的理論和實踐不但被選擇性地再脈絡化於較低層級的教育體系，同時也再脈絡化於生產和象徵控制場域。再者，有必要弄清楚的是，論述的生產發生於教育體系自身場域之外。事實上，這樣的生產被選擇性地再脈絡化於教育之中。不過，這樣的生產受到官方教學論述的影響。

我們已評論過，不論社會支配原則為何，典型的歐洲教學機制所產生的一些基本的分位問題。
這些分位可以表示於下圖：

物質性資源　　　　　　　論述性資源

勞力：勞力　　：：　　生產：再生產

基於上述討論，我們可以歸結出一個較通則性的模式（請見圖5.7）。此一通則性模式描述官方精緻型符碼及其相關類型所創造出來的各種關係組合。首先，這些符碼經由官方教學論述再生產，而官方教學論述的預設如下：

1. 「分配規則」使一個特定的場域／脈絡專注於學術性論述之「生產」，有其自有的行動者、位置、實踐和評鑑；教學論述的再生產有其自己的場域／脈絡；專門化的勞力論述有其自己的場域。

2. 「再脈絡化原則」調控論述生產場域內的論述轉化，以進入其自己的再生產場域，並將勞力論述從其支配類型中排除。

3. 支配的教學實踐的「評鑑規則」以不同的方式評鑑勞力實踐所衍生的論述，以及此實踐之影響者和其所預設的社會團體。

4. 此一機制的「體現」維持並再生產權力－知識－意識分配，不管特定的社會支配原則是否支持資本主義、集體主義或是獨裁政權之意識型態。

我們認為，上述各項之間的相互關係表徵著歐洲典型教學機制的體現的秩序性原則（內在文法），經由國家控制的教育體系而加以制度化，而且此內在文法在不同支配原則（不論是資本主義、獨裁政權或是集體主義）的社會裡，都是共同的。此一內在文法實質上是基於強分類關係，並非是教學機制的內在邏輯不可避免的體現，而是一種歷史上和當代的支配類型，並且在不同意識型態的社會裡的教育體系產生根本的相似性，以及在最大限制上產出相似的結果。

不過，此一觀點正被挑戰，我們現在正目睹教育與工作之間的關係的新見解。此一見解是經濟場域的社會分工巨大變遷以及重新釐定的結果，而這正是「通訊革命」所導致的結果。失業的嚴重問題，尤其是年輕族群，直接衝擊著學校，國家新的教育機構（在英國，是人力服務委員會）(the Manpower Services Commission)倡導和經費補助不同的技能訓練形式和職業重點。不過，這些機構僅僅培育生涯基礎所需的較低階技能和社會規範而已。我們最多僅見識到學校部份植入一個「想像的學徒訓練」體系而已。

從我們的模式來看，此一運動和相似的運動（例如，法國密特朗總統最近倡議的，學校應與工商企業緊密結合）並沒有影響到教育與生產之間的分類關係，僅僅影響到體系的關係。體系關係是指學校各種類型的技術／意向之輸出與工作所需的技術／意向之間的關係。我們已經討論過，教育的體系關係與分類關係實質上是不相同的。體系關係的強弱並不受到分類強弱值變化的影響。因此，強分類關係明顯地體現在對立教育類型上（如博雅的、職業的、休閒的、專業的等類型）。

官方教學論述


精緻型符碼


論述的生產


　　　　　　分配　　　再脈絡化　　　　　　分配

規則　 　規則　　　　　　     　　　　規則

論述的再生產　　　　　　評鑑規則　　　　　　　　　　勞力論述
圖　５．７

總結

我們已勾勒出，當教學論述制度化成為官方教學論述和教學實踐時，分析其內在文法和管理其體現之原則的可能性起點。內在文法提供了分配、再脈絡化和評鑑三個規則的階層的秩序性；這三個規則產生一個教導性論述／規約性論述形式的嵌入式論述，它在教學實踐的層次上控制著論述、傳遞／習得和組織的實踐。我們論證到權力、知識和意識之間的關聯，是由教學機制所建立的，它是主體專門化形式的建構與分配的象徵性尺度，因而成為文化的生產和再生產的條件。我們認為，教學機制提供了象徵控制的內在文法，或者從較為傳統的觀點來看，提供了社會化的內在文法。

雖然，本文實質上關切官方教學機制，因此也關注精緻型符碼及其相關類型的官方控制，但隨之而來的問題是，此一模式是否可以適用於非官方的教學論述。
在現階段，因為本模式尚未進行這方面的探討，所以較難回答這個問題。不過此一模式希望能掌握精緻型符碼論述所有的再生產，以及該論述所預設的任何一個地方。內在文法可以適用於所有這樣的論述，那麼問題是來自於此一文法及其體現之間的關係。教學機制實質上是一個轉化權力關係進入象徵控制論述，以及將象徵控制論述轉化為權力關係的機制。當教學機制愈能將權力關係轉化成象徵控制論述，那麼論述調控，或者嘗試去調控「尚未思考性」的權力關係，是由機制本身所體現的一個潛在性論述。「尚未思考性」是一個根本的可能性，因為語言承載著生產意義秩序的潛在性，而這正是教學機制試圖要控制和分配的。

教學機制試圖控制官方論述中的「不可思性」，為了維持既有的權力分配，此一做法是透過其分配規則進行，調控那些有資格者進入可以合法地思索「不可思性」的場所；透過再脈絡化規則及其行動者建構「可思性」；以及透過評鑑規則形塑習得者。然而，不同的意義秩序取向以及該意義所依之原則本身也是由機制所提供的。因而，從一種純粹的形式觀點來看，教學機制正是秩序的一個工具，也是該秩序轉化的工具。從實質的觀點來看－亦即從這個機制體現的觀點來看，這些在機制的體現所專門化和安置的社會團體之間，產生了緊張、對立和矛盾。最後，機制本身創造了一個爭奪控制其體現的舞台。

教學機制使得象徵控制成為可能，但卻是無法如電腦般數位化，這種控制問題通常是一個論述傳遞和習得的問題，並創造了一種默會吸收的語言規則，使得說話者在沒有明確的外在調控之下，能夠去創造和辨識合法潛在性的正統和異端文本。雖然物質性資源剝削的調控逐漸受到具有內鍵自我校正回饋的資訊控制循環、電腦化主導，但是論述性資源的調控卻無法如此地組織。正如既有的生物學是無法特定化為一個既有的論述性範圍，只有論述本身才能進行論述性控制。正如我們所看到的，此一控制的核心存在矛盾。我們可以這樣的假設，物質性資源開發的科技原則愈抽象，則社會分工愈簡單化，但是象徵控制的社會分工就變得更為複雜而龐大。這看來似乎總是對著傳教士開放，而不為先知開放。在這些條件下，教學機制成為鬥爭的重要焦點。最後，我們從教學機制的討論轉向有關它的輸出限制的討論。

教學機制的潛在性輸出內在上存在著基本的對立性。我們認為，教學機制只有兩種可能的輸出，而這兩種輸出實質上是彼此相互對立的。這些輸出在當代教育體系裡，可以依據學生的年齡來分配，或者依學生的教育地位來分配。這些輸出可以是共有的能力或者是等級的專門化表現（有時有不同重點組合）。我們認為，沒有文字、節狀式(segmented)、簡單社會分工的社會，通常容易發現在這樣的社會裡，教育機構呈現以年齡－團體的社會化形式。在年齡團體中待了特定時段，由轉換儀式來控制離開，轉換儀式作為成年儀式，以便進入新的年齡地位，如成人。在解釋這些儀式（評鑑的程序）的報導中，很少會閱讀到有人在儀式中失敗。可以解釋的理由是，失敗並不被預期。例如，在巴帕新幾內亞，確是如此－偶而會有人因成人儀式而不幸犧牲，但是失敗並不是教育機構內在所固有的。

那麼，這種機構內在上所固有的又是什麼呢？我們認為，內在所固有的並不是在於創造個人專門化差異，相反地，是共有能力的創造。這個機構並不是設計來促進個人的差異；而是設計來確保所有人都擁有相同程度的能力／實踐。它不是用來明確提升專門化的表現。不可否認地，有些個人事實上在這些共有能力上表現欠佳，只是這個教育機構並不刻意產生這個問題。如果教育機構產生一連串的共有能力，那麼所創造的社會關係是「彼此相似」(similar to)的關係。「彼此相似」的關係，彼此共有一定程度的能力，是相當低層次的分化關係，創造一個簡單的社會分工，支持機械聯帶，且由機械聯帶所控制。這種社會分類關係的重心不是基於工作脈絡，而是基於親屬體系。

相對於上述的輸出，教育機構另一種輸出是專門化表現。此種教育機構關注於產生個人之間專門化差異－表現上的差異。這種輸出指向等級化，不只是專門性內部的等級化，亦包括專門性之間的等級化。這種機構不是設計來製造「彼此相似」的關係，而是用以產生「彼此差異」的關係，而且指向一個複雜的社會分工，亦即，指向有機聯帶及其各種不同的模式，如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教學機制這兩種潛在輸出－共有能力和專門化表現，預設著彼此相對立的社會基礎。共有的能力、簡單的勞力分工、工作階層化強度減弱；專門化表現，複雜的勞力分工，工作階層化相對增強。因此，教學機制的潛在輸出似乎傳送工作的強、弱分類，重視的科技發展以及高、低分化的消費層次。機制的任何一種輸出都是選擇的以及分配給誰，都是與社會的支配原則有關。但也許隨著二十世紀末資訊革命的結果，社會分工的複雜性逐漸減弱，使得傳送共有能力的教育空間隨之擴大。

教學機制之輸出　

共有能力　　　　　　　　　　　　專門化表現

彼此相似　　　　　　　　　　　　彼此差異

簡單社會分工　　　　　　　　　　　　複雜社會分工

機械聯帶　　　　　　　　　　　　有機聯帶

圖５．８

總而言之，教學論述至少是由三個場域的「交互作用」所建構而成的。這三個場域中每一個場域都有專屬的位置、行動者以及機構。這些場域是論述生產者和再生產者之間一種相對的強分類（分隔）的結果。這樣的分開、區隔、專門化必然促成再脈絡化場域的發展及位置的競爭舞台。儘管每一個場域都有專門化的位置、行動者和機構，但絕不能排除再脈絡化場域對於知識生產場域的影響。這些場域構成官方教學論述，本身受到象徵控制場域和經濟場域的限制，且反過來調控它們。國家透過各種教育機構，包括視導體系、評鑑程序、研究經費和焦點的控制、顧問團體創造了一個官方再脈絡化場域。主要的相互依存／相互獨立存在於官方再脈絡場域和教學再脈絡化場域之間。教學論述的建構創造一個鬥爭的舞台，原則上從官方再脈絡化場域到學校及其社區之間的再脈絡化介面中，創造了彼此的互動。

一旦教學機制的支配性輸出強調專門化表現，這是一個複雜社會分工要求的結果，那麼不論不同社會的支配原則為何，教育體系都會變得極端相似。不同社會之間的差異是在於教學再脈絡化場域「以及」論述生產場域從國家獲得的相對自主性程度。很明顯的，不同社會之間的主要差異，在於有無一個有效的教學再脈絡化場域。我們正目睹，在英國，國家正遂漸增加對於此一場域的控制，成為國家象徵控制的政策的一部份。

在本文，相對自主性的概念在界定再脈絡化場域裡行動者和機構的空間大小，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以及在教學論述的建構和傳送中，扮演一個關鍵性角色。相對自主性在此並非作為掩飾教育中的權力和溝通的獨斷本質的基礎，有助於教育中立性的幻覺；相對地，此一概念在於指出，所有的教學論述都是一個衝突的舞台，一個鬥爭和佔有的場合。相對自主性指涉的是，作為象徵性尺度的教學機制之體現的限制。誰的尺度，何種意識是藉由論述的優勢文本以及該文本所預設的評鑑程序被揭露。
結語

我們主張，一個教學機制可以看成是由一組具有階層性規則－分配規則、再脈絡化規則及評鑑規則，構成它的內在文法。我們認為，這些規則實現於任何教學實踐裡，可以根據建立教育符碼及相關類型的分類和架構的強弱值來加以描述。教學機制藉由對於「知識」的調控和分配，以及該知識所預設的論述之調控和分配，讓權力（亦即，其社會關係的基礎與所衍生的場所）轉化成不同的專門化意識（主體）。

在此意義下，教學機制是文化的生產、再生產及其相互關係的相關類型之條件。我們相信（但顯然必須進一步再研究），我們所主張的內在秩序性是共通於所有的教學機制。
在本文中，我們將我們的分析侷限在教學機制的官方體現，以及此體現所維持和合法化的權力和控制的關係。最後，我們建構了一個模式，以描述由國家調控的教學機制體現的歷程，也就是，官方教學論述和教學實踐的實現的歷程。我們認為，儘管有所差異，歐洲的官方教學機制的體現開創出了根本的相似性和穩定性。

在本文有限篇幅裡，我們無法進一步對於有關教學實踐創造出更多正式的描述和衍生的關係，但是可以參閱我們所用的參考書目，在那兒可以找到更詳盡的分析。誠如Durkheim所言，「個人的心智無法與他人接觸和溝通，除非來自他們自身。人們惟有透過符號工具才能表達內在的狀況。」官方教學機制將符號政治化。

最後，我們認為：

1. 教學機制同時構成了一個象徵性尺度以及其轉化的媒介，再者，

2. 教學機制的體現承載著矛盾、裂隙和困境，這些是由安置於體現之中的權力關係所產生的。

變遷是教學機制內在潛在性的結果，而衝突的舞台是其體現的社會基礎。

附錄5.1：教導性論述與規約性論述之概念

教導性與規約性論述之區分，最早是來自於T. Parsons的工具性(instrumental)與表意性(expressive)之區分。Parsons(1951:79)說到：「事實上，這與工具性與表意性活動的關係脈絡之分化有關，這是社會體系的最基本調控性問題所產生的脈絡，而調控性機構是主要的焦點。」對Parsons而言，工具性是源自於經濟理論，尤其是Adam Smith的「社會分工」觀點－「最早的觀點是，一個既有行動者的自我概念工具性地導向於一個目標的達成，不論這個目標是任何可欲的特殊性或一般性的目標」 (1951:70)。另一方面，表意性的活動是工具性活動的根本，它是「以價值取向的文化型態」組織起來的（第75頁）。表意性活動關切的是秩序性原則、與這些原則的聯帶關係、對這些原則的忠誠與承諾(commitment)。Parsons(1959)雖然沒有明確地使用工具性活動與表意性活動這兩個概念，但是還是區分出兩個主軸，一個主軸是集體價值層次的統整軸 (表意性)，另一個是成就軸 (工具性)。Parsons、Bales等人(1955)中，Parsons區別出工具性與表意性兩種角色，並且指出這兩種角色會因性別而有不同。工具性角色調控(中介)體系(男性)之間的實踐，而表意性角色調控一個體系 (女性)內在價值與取向。在此，我們並不是在於關注這些區分的實用性或是其他方式，而是在於呈現它們的關係。Bernstein(1966)最先使用這些概念，我們不是在於區分角色或活動，而是區分出學校的工具性和表意性文化（後來，改為秩序）。前者關切的是「包含在特定技能習得中的事實、程序及判斷」，而後者則是關注「行為、品行及態度」的標準。Bernstein等人 (1966) 進一步分析這兩個文化／秩序之間的緊張與衝突。在更專門的社會語言學研究當中，我們區分出四種社會化脈絡，其中有兩種主要脈絡，一種是規約性脈絡，關注權威關係，「兒童應瞭解的道德秩序規則及其各種不同支撐物」，另一種是教導性脈絡，係指「兒童學習事物、人物的客觀本質及習得各種不同技能」的脈絡(1974:181)。不過，只有在Pedro(1981)研究裡採用我們的模式，教導性論述定義為「傳遞及習得之特定論述的原則」，而規約性論述則是指「傳遞與習得之社會關係的構成、維持、再生產與合法化的原則」（第207 頁）。因此，教導性論述關注特定能力之傳遞／習得，規約性論述關切秩序、關係、與認同之原則的傳遞。

然而，在這些區分的背後都可以發現到機械與有機聯帶的概念。前者是指「彼此相似」的原則，而後者是指「彼此差異」的原則。

從Durkheim(1938)的角度來看，我們認為三學(邏輯、文法、與修辭)是構成機械聯帶的論述原則，但是受到正在發展的資產階級所引起的內在重點的轉變與衝突的影響；而四藝，其專門且分開的論述，天文學、算術、幾何學以及音樂，指向歷史上隨後發展的有機聯帶。Durkheim(1925)一書雖是針對學校教師所作的演講集，實質上是關注學校的規約性論述。Durkheim(1938)一書是針對博士候選人的演講集，則是分析了教育的規訓、實踐與道德活動及其外在的調控之間的發展和歷史。在這些演講集當中，Durkheim關注兩個基本問題：「學校制度是如何形成的，以及這些學校又如何與教會不同」。不過，這些由Durkheim試圖回答的問題所開創的脈絡，主要都是以教育內容和形式的制度史為主。

Alexander(1982:285)認為：「儘管Durkheim畢生奉獻精力於討論不同教育理念本質的相對價值，他對教育內容演變的社會學分析較之他對教育結構之歷史分析來得缺乏系統」。我們可以將教學論述的概念化追溯到Durkheim，而且像他一樣，我們所關注的是，展現教學論述的建構、傳遞與評鑑的支配權力關係與控制原則的相互關係。

附錄5.2：教學理論

教學理論，行為或是生物學方面（遺傳類型的），它們所評鑑的是以習得者的教學論述之等級化表現作為參照點，而且這些教學理論預設了習得者之間存在著預期的差異。評鑑的社會單位是個別的習得者以及習得者之間等級化的關係。另一方面，有的教學理論並不以論述的評鑑和傳遞為優先，而是強調習得者內在的普遍性、一般性的歷程為主；也就是以共有的內在歷程為主。這些理論指向共有能力之習得的互動本質，而習得的社會單位包含著習得者之間的互動關係。因此，這些理論諸如J. Piaget、N. Chomsky和完形學派等，專注於習得者內在的共同能力的發展，而不是一個習得的論述的等級化表現。

這兩群理論正好轉化教學機制本身兩種潛在性輸出。在無文字、具簡單社會分工的社會裡，教學論述的傳送關注安置習得者於共同的、共有的技能的再生產之中，而不是個人的差異性等級化的表現。我們必須指出，這裡的技能指的並不是如同Chomsky或Piaget所說的內在秩序性規則，而是各種共有的文化技能。在這些社會裡，雖然有所要求，還是不太可能閱讀到有社會成員無法通過成人禮考驗，儘管偶而聽聞有人因此不幸而喪命。標準的歐洲教學機制是以等級化的個人表現作為主要的實現形式，而這種形式遠在多數國家開始調控教育之前即發生。這些教學機制的實現，等級化個人表現和共有能力，成為今日再脈絡化場域裡保守主義和進步主義立場之間的教育鬥爭場所。

我們可以基於兩個交叉向度畫出這些教學理論的矩陣圖形。垂直軸所指的是強調個人內在關係為主的教學理論，即焦點是對準於個人內在 (intra-individual)；或者，不強調個人內在關係而是以社會團體之間（團體間）(inter-group)關係為主的教學理論。在第一類裡，個人內在，其理論在於解釋個人內部變化的條件，而第二類的理論則在解釋社會團體之間的關係變化的條件。水平軸是指，理論是以強調一種習得邏輯為主或者是強調一種傳遞邏輯為主的教學實踐。在習得邏輯為主的情形裡，是以共有能力的發展為焦點，習得者主動地調控「隱含」促進的實踐。在傳遞邏輯為主的情形裡，強調藉由傳遞者而習得明確有效的論述之秩序性。我們畫出這個矩陣圖形，並將不同的教學理論類型放置在適合的象限裡（如圖5.9）。這些教學理論可以透過分類與架構的語言，轉換成教學實踐的符碼。

個人內在

Piaget

Chomsky　　　　　　　　行為主義理論

完形理論

習得　　　　　　　　　　　　　　　　　　　　　　　　　　　傳遞
激進教育理論　　　　　　　社會心理學理論

Freire
Freinet

團體之間

圖５．９

附錄5.3：廣義的符碼
符碼是界定為一種默會習得的調控性原則，它選擇和統整相關的意義、其實現形式和所引起的脈絡。

微觀                             鉅觀

互動的                       制度的(學校)

意義            　　　　　　　論述實踐

實現            　　　　　　　傳遞實踐

脈絡            　            組織實踐

特定符碼類型：這些是由特定的分類與架構強弱值所構成的。

分類：是指論述、行動者、實踐、脈絡等範疇之間的區隔程度，並提供傳遞者與習得者有關文本專門化程度的辨識規則。

架構：是指傳遞者與習得者之間的教學溝通關係的選擇、順序、進度以及規準的控制，並為其文本之生產提供實現規則。

意義取向(O)
分類原則（±C）　　　架構原則（±F i/e）
      　　　　　　基本分類原則（C）（支配原則）

O是指精緻的／限制的意義取向，(優位的／優勢的參照關係)；C是指分類原則；F是指架構原則；±是指分類與架構的強弱值；i是指在一個溝通脈絡裡(例如，家庭、學校與工作)之架構原則的內在值；e是指架構原則的外在值，亦即，不同溝通脈絡之間(例如家庭／社區與學校；學校和工作)溝通關係的調控；橫線表示在橫線之上的嵌入橫線之下；在較低橫線之下的Ｃ是基本的分類，是指基本分類、排除、區隔的基本原則、分析的基本原則。從社會階級關係及時期來看，C是指社會的支配原則，也就是企業資本主義、法人資本主義等。那麼，C的弱化表示支配原則嘗試改變或已經改變的階級關係。在其他的分析方面，C可以指教育與生產之間的分類關係強弱度，而我們認為這是教育的基本分類關係。










�PAGE \# "'頁: '#'�'"  ��Mis-recognized





�PAGE \# "'頁: '#'�'"  ��privileging （優勢的）and privileged（優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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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Ulf Lundgren和他在斯德哥爾摩大學教育學院領導的研究團體所進行的系統研究除外，他們的作品以＜課程理論與文化再生產研究＞之名出版。


�我想這一點必須進一步加以討論。這不是意謂著沒有精緻型符碼發生－事實上，在精緻型取向的出現下，這必然有可能的，只是「生產性、精緻化和自我反思性」的原則之探究可能來自於特定脈絡裡的專門位置上，如靈媒的例子（請看Biesele, 1974）。我感謝倫敦大學教育學院教育社會學系社會學研究中心的R. Hewitt博士私下溝通所提供的文獻與討論。關鍵點在於，文化傳遞的符碼，即載體本身，而不是精緻型符碼。 


�這個概念和模式部份已在Bernstein(1975, 1981)中介紹過。在完成這篇文章之後，我看到Landsheer(1982)在第89頁中介紹了Bourdieu和Passeron對於「再脈絡化」這個詞的使用，Landsheer註解為「某類知識或新的技術重新改造並插入於特定情境裡－包含它全部的歷史背景，它們被加以發展以期和人們所關注的態度和價值體系相互吻合。」未附參考書目，引言依原文抄錄。 


�通常是大學或是相對等的機構。 


�再舉一個例子來說明再脈絡化歷程，這是有關手工活動的例子。在中學，以往有個大教室，裏面放著一排排的木床。在工具槽或是工具櫃裡，擺著一些工具，如鋸子、鑿子、刨子和五金器具。在此，我們看到的是木匠的實踐轉化成教學的木工活動。原初的實踐從它自身的規約性論述，亦即，從其社會脈絡的權力關係中抽離，而它的專門化技能被學校的教導性論述／規約性論述（ID／RD）所轉化。概括來說，再脈絡化歷程藉由抽離原先社會脈絡的權力關係，掌控論述從其生產場所或效果到教學論述中立化的位置之運動。有趣的是，可以這樣的認為，不論教學機制採取何種實現方式，教學機制都會產生象徵性暴力。 


�針對這個模式我們再增加一個層次，即「國際場域」。雖然這個場域關聯到所有社會，但是對於開發中社會之官方教學論述尤其重要，通常在國際基金機構的關係的影響下，成為該社會的再脈絡化場域的支配位置(Diaz, 1984; Cox, 1984; Domingo, 1984)。


�官方教學論述的調控是依教學再脈絡化場域和脈絡的相對自主性而定，而非取決於官方的場域和脈絡。有必要加以以分析，才能決定此一相對自主性的區位、條件和範圍。


�中等教育的會考常常直接或間接與大學有關係，對於教學再脈絡化場域的實踐有著重要的影響，例如有關教科書供應和日常教學等。同時，再脈絡化場域的實踐影響著會考的形式和脈絡。會考委員會成員來自教學再脈絡化場域是很平常的，他們扮演著不同功能的行動者。 


�出版社創造了所謂的文本工業，直接影響再脈絡化場域裡的位置。 


�各種特定教導性論述／特定規約性論述(SID/SRD) 在學校裡可能強分類，而且不同社會團體各有所長，同時各種特定教導性論述／特定規約性論述可依不同的價值量尺加以安排。事實上，某些特定團體只被安置在特定規約性論述裡，接受道德規約而非專門能力的教導。 


�這種分位程度是會變化的；例如，在法國，它與論述性資源較無關聯。因為直到最近以前，高級中學(lycee)與大學之間的人員都還能交流。我們也知道，在英格蘭，大多數科學最早都是在大學之外發展的。 


�在家庭裡，地方性教育實踐不同程度地嵌入於官方教育實踐之中。不過，我們對於青少年文化形式的地方性教育實踐以及這些形式之再生產和相關類型所預含的教學機制所知甚少。 


�我們已指出，教學機制是任何教學論述的基本文法。因此，值得去考驗這個假設，看看是否能適用於截然不同的教學論述。在此，我們用這種論述的兩個形式來說明，這兩個都在歐洲模式的官方教學論述之外傳遞。


卡理斯瑪教育(Charismatic education)。韋伯曾比較過卡理斯瑪和法理－理性的教育。卡理斯瑪的教育採取一系列的考驗形式，從新人的角度來看，這些考驗顯然彼此毫無關聯，在內容和時間上都是獨斷的，是發現誰擁有重要卡理斯瑪領導才能的方法。教學論述採取能提供該脈絡和內容的形式，使得潛在的卡理斯瑪人物能夠展示他／她所擁有的能力。這樣的探索在於發現新的人選已經擁有其自身未察覺的能力，而這只能由探索者辨識。這種類型結構上與不可見教學雷同，新的人選不知其符號的意義。這些符號惟有擁有閱讀理論的探索者才能閱讀。順序和進度標準是隱含的。探索者是內容和脈絡的安排者，透過這樣的安排能夠揭露獨特的卡理斯瑪式的能力。卡理斯瑪教育可以視為是一種不可見教學的激進形式，一旦可能的卡理斯瑪人選被安置在這樣的實踐中，為實踐所拘束直到診斷完成為止。可能的卡理斯瑪人選所能控制的論述至多只是他／她選擇是否願意待在其中而已。


分配規則藉由選擇卡理斯瑪的指標，來控制「不可思性」的部份以及人選的表現。再脈絡化規則選擇傳統上已證明能成功通過的考驗，或者設計結構相似的考驗。舊有的卡里斯瑪是教學論述的生產者。評鑑規則創造考驗和脈絡的特定教學實踐。


卡里斯瑪教育是一種不需要傳遞者來傳遞能力的教育形式，因為能力只是用以展現，而不是習得。傳遞者被程序的辨識規則和考驗之認定者所取替。在確認之後，緊接著才是較傳統的教學論述形式。


勞力教學論述。在本文中，所分析的完全是以勞心實踐的教學論述為主。因此，我們看看此模式能否適用於勞力實踐的傳遞。我們以中世紀基爾特（行會）調控的手工技藝傳遞為例。習得的進程分為學徒－技師－師傅三個階段，結構上與成為一個騎士的進程相當，騎士的進程為侍從－隨扈－騎士。技藝的神秘性是「不可思性」的場合，亦即，另類的可能性是內在於技藝裡。分配規則決定誰能擁有機會進入此一場合，誰能生產論述。分配規則選擇誰生產論述以及調控「不可思性」部份。在勞力實踐的情形中，如同在大學的實踐一樣，生產論述者同時也是控制教學論述傳遞的再脈絡化者，並且調控學徒以及技師的內容和階段。這些人也調控著評鑑規則和教學實踐。大學和中世紀的行會都是基於這樣的教學機制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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